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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化”研究 

陈政禹 

【摘 要】妈祖的宗教属性问题是妈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佛教化”的角度，以浙江地区为中心，通

过大量明清地方志的记载，考察了明清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类型和空间分布，分析了妈祖信仰在浙江佛教化的原

因，指出妈祖信仰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妈祖信仰；浙江；僧人；佛教化 

妈祖信仰自诞生以来，便随着渔夫的船只在沿海各地生根发芽；妈祖经历代王朝帝王的加封，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海神。

随着妈祖信仰的兴盛与发展，儒释道三家都试图用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妈祖的神行作出解释。关于妈祖的宗教属性问题，不同学

者给出过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妈祖非佛也非道。如谢重光在其文章《妈祖崇拜宗教类型之我见》中认为：“妈祖崇拜中虽然杂有若干佛、道

的因素，但从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看，从一些重要的外部特征看，它并非道教的一部分，亦非佛教的一部分。”
[1]
一种观点认为

妈祖应为道教神。如萧登福的《从文献简论妈祖神格的宗教属性》认为：“我们以宗教本身的规范来检视妈祖，可以确定妈祖是

道教神祇。妈祖被视为佛教徒或佛教属神，实是出自台湾地区的特殊现象。”
[2]
一种观点认为妈祖应是三教融合的产物。如王文

钦的《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指出：“儒释道的融会贯通是妈祖信仰最深刻的文化底蕴。”
[3]
一种观点认为妈祖信仰中佛教的

因素更多一些。如王荣国在《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一文中指出：“妈祖庙由僧人住持并非只是台湾普遍的现象。妈祖

庙由佛教僧人管理、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互融的‘佛教化’现象可远溯宋代南方。”
[4]
 

关于妈祖神性的问题，尚不能确定哪种说法完全成立。但笔者通过对浙江的地方志文献进行整理，认为佛教性是妈祖重要

的神格属性，这点在浙江的妈祖信仰表现中尤为突出。下面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表现 

早在宋代，妈祖信仰便传入浙江，如杭州的艮山顺济妃庙便是祭祀妈祖的场地。妈祖信仰在浙江的传播和生长中表现出了

明显的“佛教化”特征： 

（一）妈祖放入佛寺中祭祀 

供奉妈祖的庙宇被毁后，妈祖改在佛寺中祭祀往往是首要选择，这种现象在浙江很普遍。如在浙江的嘉兴，光绪《嘉兴府

志》有云：“天后宫，在府治东北二里„„咸丰间毁，今权在觉海寺致祭。”
[5]
在临海，据元代周伯琦《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记

载：“海之神曰天妃„„纵火焚掠，楼亦随毁。守者复奉神像旅寄天宁寺。”
[6]
文中的“天妃”即是妈祖。由文中可知，这两个地

方都是因为天妃庙被毁，妈祖神像被移入佛寺拜祀。 

在海宁，据乾隆年间的《海宁州志》卷六记载：“天妃庙，在县东五里，元大定四年海患庸田，副使张子仁建，元许德柔记，

今移置州西三十步，海宁所天妃十庙分建千百户营，明初所官分汛海道，故各建祀，万历间五庙并庆善寺。”
[7]
民国《海宁州志

稿》卷七对清代天后宫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天妃庙，今称天后宫，在县东五里，元大定四年海患庸田副使张子仁建，后改东岳

行祠，明成化十三年移建州治西三十步，清康熙初复建，前殿供奉天后，后殿供奉大士像。”
[8]
对此文解读可知，海宁的天妃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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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万历年间曾并入到寺院之内，清康熙年间重修时仍把妈祖与佛教的观音并祀。可见在当地的妈祖信仰中，祭祀妈祖已被当

作佛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妈祖入祀佛寺的现象也出现在舟山普陀山的法雨寺。关于法雨寺的位置，清代许琰《普陀山志》卷十五中有记载：“航海由

沈家门过莲花洋，抵普陀洛伽山，是为观音大士说法道场，有两寺，在前曰普济，在后曰法雨。”
[9]
法雨寺开辟出了专门位置供

祀妈祖，据《普陀山志》中的《重建普陀前后两寺记》载：“先到逸云庵，为老僧性统，退居旧所。一折而东，再折而北，度新

石桥。旧入寺者，路从西，地家谓生气东旺，故改于东首。建高阁三闲，供天后像。凭阑一望，海天万里。”
[10]
 

在海盐，天启年间的《海盐县图经》卷三有云：“慈会寺，县治西三十步思鲁桥东，寺旧为玄帝祠，祷者立应，天妃宫道人

陈善明居之起合供设佛像，善明复延金粟僧惠钦为住持。”
[11]
天妃宫人居住在佛寺之内，自然会将妈祖信仰带入佛寺之中，这说

明妈祖信仰对佛教是带着一种亲近态度与之相处的。 

妈祖神像身处佛寺之中，接受僧众和信徒的朝拜，自然会浸润在佛教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 

（二）寺院发展为天妃宫 

不论是佛教还是妈祖，对其信仰都需要寺庙这一物质载体。在青田，光绪年间的《青田县志》卷七记载：“右陀罗尼经钟，

不知何寺故物，今在青田县天后宫，以一区铸陀罗尼经文十三，通钟带闲，周遭铸心经一篇。其余铸击钟偈语并列守僧众名及

年月。”
[12]
天后宫中留有佛寺大钟，表明天后宫很可能是由佛寺发展而来，因为钟是佛寺的重要器物。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清代张

殿魁《天后宫铸钟炉序》的记载中：“盖闻钟铸自凫，而寺院籍以警众生。炉制于丁谖，而庵堂用以祀香火。故寒山之寺有钟，

博山之上有炉。非所以壮丽观瞻，皆所以尊佛法也。我乡玉屏山下有庵，原古之云际也，今于嘉庆初新为创造，更名天后宫。”
[13]
《天后宫铸钟炉序》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钟为佛法的象征，二是佛庵改为天后宫后也可以造钟以尊佛法。 

在杭州，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卷之九十八云：“延圣寺在会宁隅，面江，宋绍兴间始建庵，乾道间潮势怒激，孝宗祷而

息，赐清波门外，延圣寺额改庵为寺，崇奉天妃。”
[14]
关于此事，明代吴之鲸在《武林梵宇志》中也有记载：“延圣寺，在候潮

门外，宋乾德间吴越王建于清波门外，名土宿院。天圣二年，超法师沿江施食以济修堤之士，诏移院于今所，赐额‘延圣’。嘉

定年间御带陈玉节于寺侧建天妃殿，崇奉海神。”
[15]
两处文献内容虽有所差异，但描述的都是杭州延圣寺的情况。从文中可知，

早在南宋年间，杭州郊外的佛寺中已经供奉妈祖。 

在余姚，光绪年间的《余姚县志》卷十一云：“法性院，在县东二百三十步，晋天福七年邑人于古大宁寺基上建有大士像，

随潮而至父老迎置于院，改观音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元改为天妃庙。”
[16]
 

由寺院发展而成的天妃宫，必然保留大量的佛教元素，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妈祖信仰与佛教相互交融的产物，以及妈祖信仰

“佛教化”重要的指示器。 

（三）妈祖庙由僧人主持 

如果说庙宇是体现信仰的物质载体，那么庙宇的主持者则主导着庙宇的精神走向。浙江地区出现了很多由佛教僧人主持妈

祖庙的现象。 

在镇海，光绪年间的《镇海县志》卷三十记载：“宗辉字净月，普庆庵僧，与畹荃同为育王秋远高弟子。当道闻有干才，延

主邑中总持寺，修造钟楼、鼎兴天后宫。”
[17]
由此可知，天后宫由僧人主持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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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清，光绪年间的《乐清县志》卷二《重修天妃宫建德星亭记》载：在盘石南门外„„至冬十月，既望而落成之，奥有

堂寝，环有廊庑，游有亭馆，奉以僧之明显者。由文可知，乐清南门外天后宫建成之日就有僧人进驻。 

在平湖，光绪年间的《平湖县志》卷二记载：“乃捐建小庵，额曰中普陀禅院，供奉大士、天后、三官、龙神香火，延僧静

修，专司灯事，朝暮添续膏火，务使双灯长明，山门内外又设有巨钟、大鼓，时防昼夜潮来，凭高振响。”
[18]
又据《平湖县志》

卷九记载：“福建余正健，三山会馆记略，闽省之贸迁于乍城者不一事，而业杉者十居二三，会乡井于他邦捐让相将其可无行礼

之地乎，缘于康熙己丑，购蜃园旧址，崇建天后殿宇，虔奉祀事用酬航海安澜之庇，置田延僧，永香火焉。”
[19]
又据邹璟的《乍

浦备志》卷二十记载：“东门内天妃宫，嘉靖时建，俗名女东庵。”
[20]
说明当时平湖乍浦镇的天后宫由比丘尼主持。从以上材料

可以获得的信息是，明清时期的浙江平湖，佛教僧尼主持天后宫的现象很普遍。 

在舟山，天启年间的《舟山志》卷之四的《天妃圣母祠记》中云：“万历辛巳，参戎袁侯持天子命来守是邦，下车提疆，事

巨细轻重，布之策画理甚，展春登谒圣母，顾前叹曰：泽国洪济，寔式凭之，我军民所共乞灵者，屑越之也辄捐俸如干，倡为

更始，偏裨捕校，亦无不捐者，聚财鸠工，命善官郭镐，善人赵兰，翁洋，王祖仪，住僧如清经纪之。”
[21]
据蒋维锬的《妈祖文

献汇编碑刻卷》的校记：“碑文所记当为浙江舟山沈家门天后宫。”
[22]
“住僧如清经纪之”表明沈家门天后宫在万历年间已经有

僧人进驻，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现象至民国时期仍然存在。邬永昌的《沈家门天后宫》记载： 

民国初期，（沈家门）天后宫已有大小殿屋 60余间，总占地面积约有 15亩左右，成为当时舟山群岛最著名的天后宫之一。

天后宫最后一次重修和扩建是在民国 11 年（1922 年），这次重修和扩建是由常住天后宫的普陀山佛首庵僧人灵灿法师主持的。

因当年百年未遇的强台风将天后宫东首的东岳殿及厢房刮倒，台风过后，灵灿法师四出募捐，并依靠教场等地的郑姓、朱姓柱

首配合、支持，重新拆建、扩建东岳殿及厢房十余间，翌年竣工，宫貌焕然一新
[23]

。 

由上文可知，沈家门天后宫在明万历年间便由僧人经营，到 1922年，仍由僧人主持。可见，沈家门天后宫由僧人主持现象，

自明代起便成为惯例。 

普陀山的福泉庵也有类似情况。清代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云：“天妃宫，在司基湾西，僧大慧建。”
[24]
而《普陀洛迦新志》卷七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天妃宫，在司基湾西，僧大慧建。今改福泉庵。”

[25]
福泉庵由僧人创建，且至

今供奉妈祖像。据《普陀山志》载： 

福泉庵位于司基畈西南，旧名天妃宫。清康熙间西域僧大慧建。光绪间僧广莹、清念相继修葺。1985 年，出家于该庵、现

旅居新加坡的僧印实捐资 18 万元大修。建筑面积 3528.47 平方米，殿堂楼阁 91 间。庵内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大悲楼

等各居一方，殿堂厢房围成天井。大雄宝殿供 5 米高的释迦牟尼佛坐像，旁边的佛龛供杨枝观音、地藏菩萨，两侧是十八罗汉

像。后又塑天妃娘娘，普陀山佛学院设此
[26]

。 

僧人作为妈祖寺庙的主持，自然会对妈祖信仰作出符合佛教教义的解释，使妈祖信仰“佛教化”。 

（四）在佛寺附近供奉的妈祖 

佛寺周围供奉的民间神祇多具有佛教元素。在浙江，也有将妈祖供奉在寺庙周围的情况。据光绪年间的《浦江县志》卷十

三载：“天后宫，在县南隅白佛寺之右。”
[27]

光绪年间的《平湖县志》卷二云：苦竹山，在县东南二十九里„„山有竹林庵，九

山志云在天后宫西北。而据明代苏伯衡的《清泉庵记》记载：“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阳„„乃相与之县南岭门之清泉庵„„庵

为若干间，大山屏其东，天妃庙峙其南。”
[28]
可知早在明代以前，平阳县的佛教寺庙周围便供奉着妈祖。综上可知，妈祖与佛寺

相互依傍，有着共同的香火群体，构筑起了共同的信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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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分布 

笔者对明清时期浙江地方志及相关古籍进行查阅，发现妈祖信仰佛教化的情况在很多地区都有出现，现罗列如表 1所示。 

 

浙江与佛教有关的天后宫远不仅限于此。据同治年间的《嵊县志》卷七记载：“敕封天后，凡滨海之处多立庙宇不能胜，载

惟寺额旧志称天妃，今改称天后。”
[29]
佛道对各自的宗教活动场所都有特定称呼，佛教一般称寺、院、庵，而道教则称观、宫，

这里的“寺额”二字说明了在浙江，大多数妈祖崇拜的场所均与佛教相关。 

三、浙江妈祖信仰佛教化的原因分析 

浙江妈祖信仰的佛教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妈祖信仰这方面而言，实现佛教化有利于其在浙江地区的传播。浙江佛教在五

代吴越国和宋代进入极盛时期
[30]
，因此对产生于宋代的妈祖信仰来说，“佛教化”既可以利用佛教既有的信仰范围和传播途径来

消除本地民众对外来神祇的心理障碍，还可借助熟悉宗教事务的僧人的力量来管理妈祖信仰场所。因此传播妈祖信仰的主体，

往往会依托佛寺这个平台来供祀妈祖。 

妈祖信仰的传播主体之一是福建林姓。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妃林姓，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

里滨海湄州地也。”
[31]
因此福建林姓将自己视为妈祖的后人，而妈祖信仰也随着他们的迁徙而向外传播，这在台湾的《林氏姑婆

祖碑记》中就有所体现：“天上圣母，保障四方，慈帆广济，报应设施，其捷如向，所以南朔东西无不崇奉者也。兹因阿缑我林

姓姑婆祖仅存公银七十员„„”
[32]
可见，在台湾出现了在林姓聚集的地区供祀妈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浙江沿海地区。

如嘉庆年间的《太平县志》卷之八记载：“新庵，在郭村，林姓奉祀天妃于此。”
[33]
苏伯衡的《清泉庵记》记载：“余客平阳„„

县南岭门之清泉庵，初取到林氏屋侧„„庵为若干间，大山屏其东，天妃庙峙其南。”
[34]
由材料可知，浙江的林姓居民在佛庵或

佛庵周围供奉妈祖。可见在浙江，福建林姓借助佛教信仰系统来传播妈祖信仰。 

妈祖的传播主体除了福建林姓外还有其他闽人。闽人在浙江修建了很多天后宫，如宣平县天后宫是在乾隆三十八年由闽人

陈合聚、唐宏利、唐鼎利、邹安宝创建
[35]
。青田县天后宫，在县西南，前临好溪，乾隆三十三年闽人建

[36]
。永嘉县天后宫为乾

隆六年兴化莆田商人建
[37]
。需要注意的是，闽人在浙江除了修建大量的天后宫外，还修筑了很多寺院，如光绪《宣平县志》云：

“胜莲庵在县西北福缘山，顺治间僧岳鸿结庵„„闽人因业贾住来，于群靛之山家，偶至福缘山下，见群峰倚天，万壑渹雪，

悬崖断壁，天设幽奇。久而悟曰维缘有福兹则是欤。遂择其山盘结而水朝宗者数笏，锄土诛茅，尽捐赀囊，结宇以栖礼婺僧履。”



 

 5 

[38]
又据《钱塘县志》云：“光福寺，明万历间，僧石山建，闽人陈玉宇蔡辰海哀闽人之客死者皆无所归，因倡首敛金，意造庵堂。”

[39]
由此可知，闽人在浙江修建妈祖庙宇的同时还捐建佛寺。因此，闽人很可能在捐资修建佛寺的时候把妈祖信仰带入佛寺之中，

利用佛教的渠道传播妈祖信仰。 

从佛教这方面来说，经济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佛寺的发展需要百姓香火的支撑，因此把百姓认可的民间神祇纳入寺院供

奉是增加香火的一个重要方法。《普陀山志》卷十二云：“雍正九年辛亥，发帑七万修建普陀，时法雨住持法泽，谓山在海洋，

礼香者皆由舟楫，而寺中从未奉有天后香火，甚为缺典，乃谋建阁三间以祀。”
[40]
从文中可知，因为来普陀山法雨寺的香客多是

乘舟而来，因此供祀妈祖既满足了香客的需求，也增加了寺庙的香火来源。 

从义理上来说，妈祖信仰与佛教并不相悖。佛教中有“垂迹”之说。唐代释澄观《华严大疏钞》卷八十五有云：“不思议迹

也，然幽关难辩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
[41]
所谓“垂迹”，就是指佛菩萨拥有无量化

身，可以幻化成世人的模样以普渡众生。佛菩萨的实身就是本，化身称为垂迹。宋代黄渊在《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厘殿记》中

认为妈祖是观音的化身：“泉南、楚越、淮浙、川峡、海岛，在在奉尝，即普陀大士之千亿化身也。”
[42]
而佛教中的观音就有护

海功能。《妙法莲华经》有云：“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念彼观音力，火坑

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43]
“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说明了观音驾驭海洋、消除灾

祸的能力。因此，妈祖信仰在佛教义理上也可以找到自身的理论依据，人们也往往把妈祖作为佛教中的菩萨来看。如元代李士

瞻在《海上祈风投词》中写到：“恭惟天妃，夙契道缘，普济生灵，仗佛光真乘之威。”
[44]
 

四、其他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佛教化现象 

除了浙江外，妈祖信仰的佛教化在其他沿海地区也有出现。在辽宁沿海地区，据清代沈时的《重修三江会馆碑记》云：“盖

平自开海以来，三江士商乘槎而至者络绎不绝。始于康熙四十二年，同志捐资购地于县之东南隅，创建三江会馆，内供天后圣

母诸神圣像„„以备修茸殿庭及香火僧人之需，住持遁而洒扫稀„„余资已典置市椽地产，计每年之出息，上供香火，下饍僧

人。”
[45]
由文可知，在辽宁盖县的天后宫，僧人是作为天后宫主持存在的。在河北，据光绪《大城县志》卷十一记载：“东西三

楹，前后亦三楹面，供天妃三像及司福禄子嗣灾殃之神无不毕具。背面向水，复供三大士及一切水府之神„„其为僧也，以戒

律胜，以诗画胜，以幽淡枯寂胜。”
[46]
由文知河北大城的天后宫为僧人负责。在天津，据元代危素的《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

记载：“庆国利民广济福惠明着天妃祠，吴僧庆福主之。”
[47]
可知元代的天津已有天妃庙，并由僧人主持。在江苏，李丑父在《灵

惠妃庙记》中有云：“壬子岁，正殿庙门西偏集福堂落成，守僧与祀飨者皆有所止。”
[48]
这表明早在南宋时期，江苏镇江供奉妈

祖的寺庙中就有僧人进驻。在福建，据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载：“神宫凡三处，一在南门外厂口，一在十五都围头。而在南

门外为岁时致祭之地，尤为庶姓所瞻依者，即此是也。溯自宋庆元间。神示梦海潮庵僧，俾作宫于此。”
[49]
可见，福建晋江最早

的天后宫由僧所建。在广东，据清代郭遇熙的《创建天后庙文峰塔碑记》云：“然浮屠孤峙，而守塔之僧徒焚修无地，亦非经久

之计。城北旧有天妃庙„„遂建庙数楹，辉煌金碧，准提精舍，列于其后，而塔工亦以次营构。”
[50]
文中的文峰塔在广东省从化

县，由文知佛塔焚毁后修筑在天后庙内。在澎湖，光绪年间的《澎湖厅志稿》中《建修西屿塔院落成碑记》云：“宫其前，奉天

后之神。厂其顶，悬长明之灯。所有常住日用之资，与夫敬神香烛、灯油之费，则谂众而出诸同欲焉„„澎湖自来无僧，今既

建城隍庙，延僧住持；而西屿塔院又不可以土民职掌，遂属僧人分司其事。日用香烛之费，开列于左。”
[51]
从文中可知供奉妈祖

的西屿塔院由僧人主持。 

妈祖直接在寺院中建祠祭祀，僧人参与妈祖庙的修建打理，寺院将附近的妈祖神祠收入到寺院系统，充分体现了浙江妈祖

信仰的佛教印记。由此可见，“佛教化”是妈祖向外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佛教性是妈祖不能忽视的神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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